
审美去分化与具身认知 :“重写中国艺术史 ”

的理论进路与核心理念
支  宇

晚清民国以降，中国传统艺术史与美学研究一直

处于一种严重的学术焦虑与“失语”状态。一方面，中

国艺术史家及美学家凭借直觉就能够判断中国传统书

画艺术作为人类视觉文化遗产的文明史价值。而另一

方面，受西方艺术史和美学史学科范式与书写惯例的

制约与影响，中国美学史和艺术史家一直处于有话说

不出的“失语”状态——这正是中国学术界所讨论的

“失语症”和“文化病态”。“由于长期的文化虚无主义

和长期的文论话语的失落，使人们习惯于用西方文化

与西方文论的价值标准来判断中国文学与文论，产生

了价值判断的扭曲”(1)。东方审美意识“话语权 ”的缺

失让中国艺术史家无法摆脱“西方中心主义”艺术史

观，从而无力为中国传统艺术的哲学性和美学价值奠

定坚实的学理依据。显然，“重写中国艺术史 ”亟待在

文化自信的立场上通过原创与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来

完成。

从文明互鉴和跨文化比较研究视角看，重写中国

艺术史至少有着双重意义。首先，它的目的是要反抗

不平等，即反抗西方中心主义艺术史书写中的东方艺

术史“不完整”“不平等”“不真实”的三种“失语”状

态，从而还世界艺术史以客观性。针对纷繁复杂的“世

界艺术史”写作，我认为：“无论是‘艺术史’‘欧洲艺术

史’‘世界艺术史’还是‘全球艺术史’，艺术史书写术

语的翻新固然体现了世界各国艺术史学者对‘人类艺

术通史’书写的憧憬与努力，但并没有改变现有艺术史

书写作为西方中心主义话语实践的客观事实。”(2) 世界

艺术史写作如此，中国传统艺术史写作亦然。只有摆

脱西方中心主义话语幽灵的束缚与宰制，只有从当代

认知科学的前沿理论视野重新发掘出中国传统书画艺

术独特的审美意识与文明精神，中国视觉艺术才能自

信地站立在世界艺术之林。

其次，重写中国艺术史还能够发掘东方艺术悠

久、丰富而多样的知觉形态与视觉表征机制。通过

向艺术家和艺术史家提供一些吉尔 · 德勒兹（Gilles 

Deleuze）所谓的“逃逸线”（Line of flight/ ligne de 

fuite）——以逃出“知觉固化”的美学霸权，重写中国

艺术史还可以让不同国别和文化背景的艺术创作和艺

术史写作获得想象力、多样性和可能性。中国古典书

画艺术大师们创造了有别于西方艺术的材料、媒介、形

制与风格，其中所蕴含着的“审美去分化”的美感传统

和“具身认知”的心智传统既然为中国艺术家们提供了

澎湃的创造力，那么理应对全世界其他文明体系的艺

术家们和美学家也具有启示性。从这个角度讲，重写

中国艺术史并不是简单的“后殖民主义”话语策略，其

目的并不仅仅是实现对全球艺术史书写话语权力的争

夺，更是为了在文明互鉴的全新历史语境中确认人类

的视觉想象力和文明的多样性。只有这样，我们才能

真正反抗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话语霸权，并在保卫想

象力的同时，突显中国传统艺术独特的美学性质及其

当代意义与价值。

一、“审美去分化”：中国传统艺术之于西方绘画的
文化异质性

与西方绘画艺术“分化”型审美意识不同，中国传

统书画艺术的审美意识与精神实质体现为“审美去分

化”的无言之大美。这种“无言之美”不是西方美学经

典审美范畴所谓的“优美”或“崇高”。同时，它也不是

一种“华美”“凄美”或“壮美”。准确地说，它只能用 

中国古典哲学美学术语说法叫作“大美”，一种“无言之

大美”。

受西方艺术美学观的影响，中国传统艺术“审美去

分化”的无言之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未得到艺术史

和美学家们的认同与肯定。作为“失语症”和“文化病

态”之一例，中国传统书画艺术史的书写长期受到西方

美学观念和艺术史写作范式的巨大影响。众所周知，

“艺术史”首先产生于欧洲，其艺术史观念与写作范式

一直存在着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主义” 色彩。准确地

说，“艺术史”最早是在德语国家建立起来的，这使得艺

术史或美术史界始终存在着“美术史的母语是德语”(3)

这样的说法。随着西方学术话语的全球化扩张，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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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主义作为“话语幽灵”一直或明或暗地支配着世界

各国的艺术史书写，甚至许多非西方艺术史学者对自

己本国艺术史的看法也深受约束。1917 年，中国近代

启蒙思想家康有为在《万木草堂藏画目》中将中国近

世以来绘画的“衰败”归咎于“五百年来偏谬之画论”，

大力提倡“以形神为主而不取写意，以着色界画为正，

而以墨笔粗简者为别派；士气固可贵，而以院体为画正

法”。(4) 根据这样的“界画 / 院体正法”观，康有为对中

国绘画史重新进行了梳理。从多元文化观看，康有为

当时关于中国绘画史演进历程的论断新则新也，但其

归根到底仍然是中国近现代“文化病态”之一种。事实

上，康有为或许认为自己仅仅是在讨论中国绘画史， 其

实早已不自觉地受到了西方“写实主义”美学的学科规

训和观念制约。紧接着，陈独秀在 1918 年 1 月 15 日

出版的《新青年》上倡导“美术革命”的时候，更为明确

地将西方“写实主义”艺术观念奉为圭臬：“若想把中国

画改良，首先要革王画的命。因为要改良中国画，断不

能不采用洋画的写实精神。”(5) 这表明，西方中心主义

艺术史观不仅影响着世界艺术史的整体格局，而且对

中国艺术史的自我认知和书写理念也产生着根本性的

控制作用。也就是说，只有摆脱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

话语，我们才能重新理解中国书画作为“审美去分化”

的人类心性之“大美”。

在人物形象“外在”维度上，中国传统绘画所塑造

与刻画的是一种“非个性化”人格形态，一种未把自己

从他人这个群体里边分化出来的“未分化”之人。换

句话说，中国古典人物绘画擅长表达一种“前分化”的

“大美”。《簪花仕女图》传为唐代周昉绘制的一幅粗绢

本设色画，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根据著名书画鉴定

专家杨仁恺先生的考证，这是一幅“以描写唐代宫廷妇

女现实生活为题材”的艺术作品，“在我们的眼前展开

了正当春夏之交的季节，一队浓妆妇女，在幽静而空旷

的庭园里，过着嬉游的生活”(6)。这件作品描绘的是 6

位衣着华丽的女子在春夏之交赏花游园的景象。画家

没有刻画园林背景，而是以工笔重彩对这 5 位仕女和 1

位侍女进行直接描绘。全图 6 个人物衣着经典的唐式

织衫，无论是面部的设色还是头发的钩染，都极尽工巧

之能事，很好地表现了唐代仕女圆润细腻的肌肤和丰

腴华贵的审美趣味。在布局上，这件人物绘画作品很

有旋律感，人物主次和远近的安排与布置非常巧妙，小

狗、白鹤和花卉让单独站立的人物形象串联起来，形成

一种大小错落有致、左右相互呼应的关系。《簪花仕女

图》是周昉贵族人物画风格的代表，其中的每一个人，

她们的外貌、她们的神采、她们的笑容、她们的容颜，观

者都会觉得似曾相识，难以分辨，这很典型地呈现了中

国传统绘画对人物精神面貌的“去分化”美感形态。再

如，在唐朝画家阎立本的《历代帝王图》中，无论是汉光

武帝刘秀还是吴主孙权或蜀主刘备，无论是晋武帝司

马炎还是隋文帝杨坚或隋炀帝杨广，他们不仅外貌上

很难做出区分，而且他们的性格也是一种类型化的审

美表达。对阎立本而言，帝王图最重要的是要画出一

种“帝王气象”，而不是要用视觉考古和身份证照片式

地精确再现每一个帝王的外貌与心性。有当代学者对

现藏美国波士顿美术馆的《历代帝王图》进行过颇有说

服力的考证，认为该画卷并非阎立本的原作，因为前半

段六帝和后半段七帝分别绘制于不同的历史时期。“以

初唐国家政治对于历史的态度，《历代帝王图》卷，只

是一个反映了通常意义上的皇家政治性主题的宏大画

卷而已，就辅助君权统治的实用性而言，其意义是宽泛

的，也是普遍和抽象的”(7)。也就是说，《历代帝王图》

的创作意图并非要提供帝王的个性化肖像，而是要在

“去分化”的审美意识中传达人物的精神境界。这表明，

中国画家不是没有能力去刻画或区分不同的个体。恰

恰相反，中国审美意识本身就竭力避免“分化”之美，而

将“审美去分化”之大美作为最高境界。

与此相反，西方艺术与审美创造非常强调自我和

他人的分化。“自我的诞生”一直是西方绘画艺术最引

人瞩目、也最引人入胜的重要特征。在西方艺术中，每

一个人物与角色往往都有着与众不同的“个性”——

不仅外貌有个性，而且其内在灵魂也是独特的。在外

形上， 西方艺术擅长运用精确的视觉再现技术与手段

对人物的形体、外貌与肖像以及五官都进行精细的刻

画。与此同时，西方艺术家还能够紧紧地抓住其内在

心理特征和“个性化”的观念与意识，从而栩栩如生地

完成对其精神世界的精准描绘与塑造。

与中国文化相比，西方艺术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

“分化”。也就是说，西方艺术作品所塑造的每个人往

往都是独一无二的自我。举一个例子，西方早在古希

腊时期的《荷马史诗》 中就出现了基于个人情感的英

雄原型，如西方的战神——美男子阿喀琉斯。《荷马史

诗》 对阿喀琉斯的叙事与刻画基于强烈的“个性化”与

“典型化”立场，不仅奠定了西方艺术人物塑造的基本

原则，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表征着西方人的心性特征。

这一古典原则甚至在 2004 年由沃尔夫冈 · 彼德森执

导的史诗电影《特洛伊》 中也得到了延续与发展。以阿

喀琉斯为原型的艺术作品都致力于通过“阿喀琉斯之

踵”和“阿喀琉斯之怒”来塑造阿喀琉斯的心性特征。

“个性化”和“自我个体的独立与强悍”是西方叙事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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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非常突出的审美特征。为了将二者区分得更加鲜明，

邓晓芒在跨文化比较研究中，称西方人物塑造方式为

阿喀琉斯式的“性格”，而中国传统人物塑造方式为关

云长式的“品格”。“中西人格形象的差别，一眼看去便

显示出：中国人更关注的是一个人的品格，西方人则更

瞩目于人物的性格”(8)。事实上，这不仅仅是人物塑造

方式的区分，而且也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对于人性

的不同话语方式和入思方式的区别。

另外，从“内在”维度看，中国传统绘画“去分化”

之美擅长刻画与传达每个人内在心性的和谐状态。作

为“未分化”个体心性之“大美”，中国人物绘画并不致

力于精细分辨每一个体内心深处的各种心理因素及其

冲突性关系。五代十国时期南唐画家顾闳中画过一件

传世名作《韩熙载夜宴图》。《韩熙载夜宴图》描绘了官

员韩熙载晚上在家设宴、载歌和行乐的完整过程，包括

听乐、观舞、休息、清吹、送别五段场景。整幅作品线条

遒劲流畅，工整精细，构图富有想象力，是中国人物绘

画的代表之作。就人物内心世界和心性刻画的角度看，

这件作品并不着力于描绘与刻画韩熙载在危机重重的

政治生态中个人的心理活动与精神面貌；相反，室内家

具陈设、茶具酒具、音乐乐器等物质文化因素，还有夜

宴中的华贵、优雅的情调氛围以及随遇而安的闲适之

情成为绘画表现的重心。对于韩熙载这个主题人物，

顾闳中更在意的是传达其作为一个中国传统“文人智

者”，其内心世界的平和心性与睿智气质。

西方肖像画则与此大不相同。在西方艺术这里，

一个人从群体当中分化出来以后，他的内在心灵世界

也是分化的。西方艺术和西方文化的一个特点在于将

人的心灵结构分解为不同的元素、层次和维度。很长

一段时期内，西方哲学家都擅长运用感性、理性、灵性

的分离、冲突与统一来理解人的心灵世界。后来，精神

分析学家弗洛伊德还提出“本我”“自我”“超我”的人

格学说。这样，现代西方艺术更致力于探索利比多、潜

意识、生本能、死本能以及各种各样的“情结”。正是基

于对人类内在心性“分化”状态的深刻体现，西方的艺

术特别擅长去表达人内心的冲突以及自我内在的分裂

感。自我内心世界的分化长期以来是西方肖像画力图

通过惟妙惟肖的外貌逼真描绘而想抵达的一个最佳境

界。在西方艺术史上，伦勃朗、梵高等肖像画家最擅长

在自画像中描绘自我内心深处的焦灼和自我分裂。同

样，无论是维米尔的油画作品《戴珍珠耳环的少女》，还

是 2003 年彼得 · 韦伯执导的英国当代电影《戴珍珠耳

环的少女》，这些西方视觉艺术作品往往能够深刻地表

达人生奋斗中的苦闷、彷徨和愤怒，以及主人公在存在

和生存面前为了个人化意义和信仰而奋斗所经受的挣

扎、悲愤和苦痛。

如果说，西方美学通常用灵与肉、精神与身体的二

元对立来理解人类的心性及其结构状态的话，那么，中

国人更愿意用“神”“骨”“肉”的关系来进行理解。这

三者的关系不能用西方的“分化”逻辑进行切分，而是

一种相互交融与渗透的关系。当然，中国美学也存在

着儒家、道家、佛家和屈骚等不同的美学流派。但无

论如何，中国传统艺术都不会像西方人那样将感知、理

性、想象、情感、欲望分割开去思考，不会像西方艺术那

样从理性、感性和灵性的对立，甚至表现人物内心世界

的潜意识、欲望冲动、变态情结或什么难以名状的“内

驱之力”，等等。也就是说，中国艺术不对人的个体心

性进行区分，而是将圆融之美、一种“去分化”的无言大

美作为最高审美境界。

在艺术图像文本的存在方式上，中国传统书画艺

术以一套独特的“审美去分化”视觉语言系统来抵达

“无言大美”之境。关于艺术的文本构成，西方艺术理

论强调内容和形式、意义与技术等的二元区分与对立，

而中国传统书画理论则更加重视对书画笔墨韵味和文

本内涵的有机结合。任教于四川大学艺术学院的程丛

林先生是中国当代著名油画家。他在油画教学中，提

倡并要求学生们用“极限素描”的方式来训练自己的

造型能力，这样的教学方法继承了徐悲鸿从法国巴黎

美术学院学来的西方写实主义油画语言体系，其中包

括绘画技术与具象写实造型能力等技艺观念。“‘素描’

是个外来词，在中国的画论中没有这一概念。是近现 

代东西方文化交流过程中，翻译者结合中国绘画的特

点和汉语词义，根据法文原词 design 和 dessein（设

计）译造了‘素描’这个现今绘画领域中的特定概念名

词”(9)。不过，在程丛林这里，“素描”并非仅仅被看作

一种造型技术的单一训练手段。通过“极限素描”，程

丛林强调的是要将绘画技法、形式语言、视觉表征、主

题表达和生命感受等多层面、多维度的绘画要素整合

为一体。这说明，中国传统绘画“审美去分化”思想其

实在不知不觉中早已浸入了当代油画家的骨髓。

与西方油画“分化性 ”语言与文本构成观念不同，

中国传统书画无论是绘画工具、媒介还是材料，都强调

偶然性。基于笔、墨、纸、砚等独特的艺术媒介，中国书

画形成了一种不确定、偶然性和不可重复性的“去分

化”性的美感效果。中国书画以“笔墨”为基本表现手

段与技法，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一次性和偶然性，每

一笔都具有不可重复的特征。而西方绘画以“笔触”为

基本视觉单位，它是稳定性的，讲究共性，是可重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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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绘画讲笔触讲结构，中国绘画讲笔墨讲韵味。西

方油画可以在创作中不断地修改和覆盖，而中国书画

艺术都是一次成型的，不能反复地去修改和涂抹，是一

气呵成的。这表明，在文本结构上，中国书画对于“内

容与形式”的二元区分进行了超越。对于中国书画和

审美意识这个重要特点，美学家张法先生称其为一套

把握审美对象的“理论模型”：“神—骨—肉”的三分

模式，并认为其理论源起于魏晋时期的人物品藻思潮。

“人物品藻形成了一个多层结构的动态功能体系，可以

由简到繁地多层级多方面地把握”(10)。这其实就是一

个非西方“内容—形式”二分法的“审美去分化”结构。

中国南朝齐梁时期的著名画家、同时也被誉为中

国第一个绘画理论家的谢赫在《古画品录》中曾提出在

中国美术史上影响巨大的“六法”说。这六条法则依次

分别是：气韵生动、 骨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经

营位置和传移模写。陈师曾认为，“此六法乃古来画家

对于画之心得，而谢赫综合安排成为条件，为后来评画

之所祖”(11)。虽然“六法 ”也分门别类地讨论了艺术

创作中的不同因素，但是，被谢赫列在首位的则是“气

韵生动”。钱锺书先生曾以“生动 ”来解释“气韵”，认

为“‘形 ’即‘体 ’，‘神 ’即‘韵’，犹言状貌与风度；‘气

韵’、‘神韵’即‘韵’之足文申意，胥施于人身”(12)。虽

然钱先生的观点尚未成为艺术史界的定论，但是它却

非常鲜明地突出了中国传统书画艺术与西方艺术在文

本构成因素上的审美特征。即是说，中国书画艺术所

倡导的美乃是一种“气韵之美 ”，是一个在文本构成诸

因素与形态上的“审美去分化”之大美。

二、具身认知：中国艺术对西方“离身性”知觉方式
的反抗

与西方“离身认知”（disembodied cognition）

绘 画 美 学 不 同，中 国 传 统 书 画 艺 术 以“具 身 认 知”

（embodied cognition）的审美知觉方式在世界艺术

中独树一帜 (13)。在这个问题上，中外美学家有的比较

自觉，有的尚未给予足够的重视。世界著名汉学家、英

国牛津大学教授迈克尔 · 苏立文（Michael Sullivan, 

1916—2013）曾于 20 世纪 40 年代初在成都任职于华

西协和大学博物馆（四川大学博物馆）。自从他在成都

开始接触中国艺术之后，便一生致力于研究和传播中

国艺术。“从比较艺术学视野看，迈克尔 · 苏立文一直

致力将中国艺术作为一种‘方法’来探讨一种不同于西

方传统观看的‘东方的目光’。用当代视觉认知研究的

术语，这种不同于西方传统观看方式的‘东方的目光’

正是‘具身观看’”(14)。显然，这一“东方的目光”及其

美学特征当然会遍及从东亚到中亚再到南亚的艺术时

空。不过，艺术史家们仿佛更愿意将中国艺术作为东

方审美意识与视觉艺术的代表。潘天寿先生在初版于

1926 年、修订再版于 1936 年的《中国绘画史》中就直

接将中国绘画作为东方绘画艺术的典范。在这部字里

行间充满了东方文化自豪感的著作中，潘先生这样写

道：“言西方绘画者，以意大利为产母，言东方绘画者，

以中国为祖地。而中国绘画，被养育于不同环境与特

殊文化之下，其所用之工具，发展之情况等，均与西方

绘画大异其旨趣。”(15) 百年以来蔚为大观的中国书画

艺术史研究不断推陈出新，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来论

述中国传统书画艺术的审美特征，取得了许多重要的

学术成就。从中华文化与审美意识的角度来分析中国

书法艺术，对当代书法史学科建设有重要启示。书法

学者姜寿田先生提出，“不论是商周礼乐文化，汉魏儒

道文化，还是宋明理学，乃至近代启蒙主义，书法都成

为集中反映中国文化思想史发展里程中心主题的显性

符号文本，从而与其构成深层的语义同构”(16)。从潘天

寿到姜寿田，他们的理论观点无疑都为我们进一步在

中西造型艺术的跨文化比较中构建东方美学自主知识

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

从当代认知美学角度看，以中国传统书画艺术为

核心的东方美学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具身认知”。通过

“具身书写”与“具身观看”，中国传统书画在书写、描

绘、临摹、追忆、鉴赏、雅集、交流等各种审美过程中把

人的感知、情绪、感受、想象、记忆、观念、环境等各种生

命存在要素整合在一起，交织成一个活生生的有机性

世界整体，一个无言大美之境界。中国传统书画最有

代表性的存在样态是“长卷”。“长卷”，又称“卷轴”“图

卷”“横卷”“手卷”“横轴”或“卷子”，它不在公共空

间或固定场所进行悬挂或张贴，只在一个随机、特定而

且有限的时空里小规模展示出来。其观看特点是流动

性，即一边拉展（舒卷）一边欣赏，前一段看完就已经消

失，整件作品很少共时性铺展开来。与西方油画相比，

中国传统书画这一经典的“手卷”形制突出地体现了东

方式观看方式所具有的强烈的“具身性”特征。美术史

家巫鸿认为，“不论是在画的时候还是在看的时候，一

幅手卷都是一个移动的画面，场景和地点不断变换”，

基于这一原因，“手卷是我称之为视觉艺术中私人媒介

中的‘极端形式’，因为它只能够有一个观赏者来掌握

画面的运行和阅读的节奏”(17)。在这一分析中，观赏者

需要通过身体的在场和肢体的运用来领会中国书画艺

术的独特美感。从书画美学看，媒介与形制的变迁对

艺术作品的视觉感知会产生关键性的影响。中国书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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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经常出现基于某种艺术媒介的视觉表征方式被凝

固为一种风格的现象。美术史家俞剑华先生分析过作

为“初创者”的元四大家如何被后人误解为绘画风格法

则制定者的过程。“及后画坛成为专尚，反以湿笔为俗

工而不屑一顾，于是笔干墨枯，有骨无肉，薄弱已甚，其

弊有不可胜言者，岂为元四家所料及哉！”(18) 由于书画

媒介从“绢素”向“纸张”、从“湿笔”向“干笔”的变迁，

元四家形成了“渴笔皴擦、淡笔渲染之画法”的绘画风

格。同样，作为中国艺术最为独特的媒介形式，手卷对

书画艺术风格同样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

中国传统手卷这种绘画形制与西方绘画截然不

同，它们以“具身性在场”的方式在特定的感知领域中

出场。中国传统绘画手卷的收藏与欣赏发生的地点是

私人性的。其展示时机也是非限制性的和非程序化的。

在观看距离上，中国式长卷与西方绘画大不相同，它具

有近距离和运动感的特点。美术史家罗淑敏先生从接

受美学角度所进行的细腻分析具有很强的说服力。“手

卷欣赏更是这类私人文化聚会中一种颇为亲密的分享

形式，这是因为手卷不像立轴那样，可以挂在墙上，让

三五知己同时品评、观赏。……所以说，手卷的欣赏是

一种非常亲密而又私人的经验”(19)。就展示过程而言，

手卷的存在与某一艺术作品的拥有者和操控人密切相

关。手卷的展示效果与一个人包括手、眼、足等在内的

整个身体动作融为一体，它是心智、身体、图像、卷轴物

质载体相互交织而产生出来的结果。手卷的结构自右

而左可以区分为四个部分：“天头”“引首”“画心”和“尾

纸”。材料上，引首一般采用锦或绢，其余部分（天头、

画心和尾纸）往往采用宣纸。北宋王希孟的《千里江

山图》的结构很有代表性，它由引首、前隔水、画心、后

隔水、尾纸等几部分构成，画心纵 51.5 厘米、横 1191.5

厘米，描绘了连绵不绝的群峰山峦和广袤无垠的江河

湖海。它必须连续性地通过一只手的舒放、另一只手

的卷收以及整个身体的和谐运用才能呈现。除了手与

身对画面的拉展，《千里江山图》这样的手卷作品还需

要借助欣赏者的心智与认知、人生阅历与生命经验才

能呈现出丰富的文化内涵与艺术价值。

在长卷的观看过程中，中国传统书画的具身性进

一步体现为“流动的观看与视觉的累积”。与西方油画

一览无余的观看方式不同，中国传统绘画在身体在场

的牵引之下只能一个局部一个局部地呈现出来。以张

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为例，这件传世名作对汴京的城

市空间与社会生活进行了总体性描绘。画面上数量庞

杂的人物、动物、船只、房屋、桥梁、城楼等都需要通过

散点视野和流动的视线才能感知与领会，现在、过去与

未来的时间线在观看过程中重组和融合成特定的具身

化瞬间。在这样的具身观看过程中，视觉感受、知觉经

验和视觉记忆会逐渐累积与叠加，从局部到局部，从局

部到整体，其透视并不从一个固定视点展开，而是一种

富于丰富变化的流动的观看。建筑史家梁思诚先生曾

将《清明上河图》作为中国艺术丰富性与统一性相结

合的经典个案，并认为其空间与时间上的“持续性”美

感来源于“手卷的形式”：“它的手卷的形式赋予它以

空间、时间都很长的‘持续性’。”(20) 一方面，张择端利

用树木、船只、房屋“特别是那无尽的瓦陇的一些共同

特征重复排列”来取得画面的统一性；另一方面，重复

中又蕴藏着丰富的变化。这样，手卷这种独特的书画

形制为观众在流动中感知寓丰富性和统一性于一体的

《清明上河图》提供了可能性。

从创作者看，手卷同时为书画艺术家提供了丰富

的表现方式与手段。在书法上，手卷可以根据是否有“界

栏”而分为两种形式，而这两种形式对书法章法的自由

性会产生不同的影响。中国书法大师米芾和苏轼都擅

长采用无界栏的长卷进行创作。对于米芾，书法史家都

已经注意到他的传世行书多为没有界栏的手卷。书法

理论家胡抗美先生指出：“对手卷作品来说，没有界栏并

非无关宏旨，因为它意味着行列均势被打破，意味着新

的章法意义的产生。没有了乌丝栏的束缚，那种具有米

芾特色的凌厉笔势，在作品中得以更加淋漓尽致地发

挥。”(21) 同样，苏轼的《黄州寒食诗帖》更是中国书法史

上罕见的精品。这件手卷书法作品酣畅淋漓，文本通篇

的行间距时松时紧，变化多端。毫无疑问，这种丰富的

节奏感和韵律感与手卷所包蕴的具身性特性密不可分。

中国传统书画艺术的“具身认知”还能够启迪我

们领会与体悟人类生命存在中个体生命与宇宙万物之

间的内在联结与深层共鸣。中国传统书画用“具身书

写”重现了人与周遭环境、自身心智活动与世界大千万

物之间的交互性关系，它所看护的乃是一种“天人合

一”的本真性原初境界。中国传统书画艺术以“具身书

写”为基本特征，很好地遵循了“天人合一 ”的世界观

与知觉观。北宋范宽的《溪山行旅图》所呈现出来的世

界，其主体是自然山体、丛林、溪水和小路。只在很小

的局部和细节之处才有货物、商旅和人马的出现。中

国的山水画最擅长的正是表达这种人与自然他者不相

区分而又相互融合的景象。

结   语

无论是“审美去分化”还是“具身认知”，中国传

统书画艺术都呈现了中华优秀艺术独特的审美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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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代表了东方文化最为独特而又深沉厚重的生命精

神。“民族精神不加抉发，外来文化实也无补。因为民

族精神是民族艺术的血脉，外来文化是民族艺术的滋

补”(22)。美术史家郑午昌先生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写

作《中国美术史》时就提醒中国术史的书写要“抉发”

民族精神，否则“外来文化实也无补”。显然，这有益于

我们从中华民族精神的角度来认知中国传统艺术的美

学价值。由此再进一步，如果从当代认知科学“去分化”

和“具身认知”角度来“重写中国艺术史”，我们还能够

阐释出中国传统审美意识更为博大的精神境界和更为

深远的普世性价值。

受西方中心主义美学观的束缚，中国传统艺术

“审美去分化”的美感传统和“具身认知”的心智传统

这双重特征最近几年才开始受到一些世界艺术史和美

学史写作的关注 (23)。“重写中国艺术史”不仅事关全

球化时代艺术写作的“权力”问题，或者事关世界艺术

史写作在内容分配上的“平等”问题，而且更事关人类

视觉想象力和未来文化多样性的大问题。也就是说，

遗忘中国传统书画艺术或者是忽视东方艺术的视觉表

征方式和审美观念，受损失的不是非西方文化，而是包

括西方文化在内的人类文明。从多样性的角度看，更

多关注边缘性和少数性的事物，将会让人类的艺术和

文明更加多姿多彩。而这，正是我们“重写中国艺术史”

的意义之所在！

［基金项目：本文系 2020 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

项目“认知诗学研究与理论版图重构 ”子课题“ 比较认

知诗学 ”（项目编号：20&ZD2901）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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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亲身认知”“涉身认知”和“体验认知”等。 我们则

更倾向于将 embodied 译为“具身 ”（支宇：《具身的进路： 

中国当代艺术的认知机制与观看方式》，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20 年版；支宇：《视觉的复活：中国当代艺术的

具身观看与自由知觉》，四川美术出版社，2021 年版）。关

于此译名的辨析，亦可见李葆嘉等人所译的《肉身哲学》

的“译序”之第 2 页至第 6 页。

（14）支宇：《东方的目光：中国艺术作为“具身观看 ”》，《艺术

当代》2018 年第 4 期。

（15）潘天寿：《中国绘画史》，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3 年

版，第 1 页。

（16）姜寿田：《中国书法理论史》，上海书画出版社，2019 年

版，第 2 页。

（17）［美］巫鸿：《重屏：中国绘画中的媒材与再现》，文丹译，

黄小峰校，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年，第 56 页。

（18）俞剑华：《中国绘画史》，上海书店出版社，1984 年版，第

14 页。

（19）罗淑敏：《如何欣赏中国画》，中华书局，2017 年版，第

186 页。

（20）梁思诚：《千篇一律与千变万化》，《人民日报》1962 年 5

月 20 日。

（21）胡抗美：《中国书法章法研究》，荣宝斋出版社，2014 年

版，第 61 页。

（22）郑昶：《中国美术史》，中国和平出版社，2014 年版，第

7 页。

（23）［美］丽莎·詹赛恩：《从社会性到文学性：从认知视角

看曹雪芹的〈红楼梦〉》，余雅萍编译，《认知诗学》2024

年第 1 期（总第 15 辑）。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艺术学院）

（责任编辑：孟春蕊）

111

理论／审美去分化与具身认知 :“重写中国艺术史 ”的理论进路与核心理念／


